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２１年第３期

软预算约束视角下的项目失灵
———基于Ｌ区微项目的政策分析

王　 瀚　 朱健刚

【摘要】在公共品供给过程中，可以通过完善技术治理体系增强回应性，但
项目失灵的存在提醒我们需要追问技术体系背后的制度根源，尤其是资金管理
体制如何影响着项目供给效率。论文采用个案研究法，基于参与式观察方法所
收集到的田野笔记、政策文件及会议记录等一手素材，对一个市辖区的民生创
新项目展开政策过程分析。研究发现：区级地方政府在相关因素刺激下会将激
励目标转嫁给作为预算单位的基层政府，使得预算单位的预算申报体量超出自
身的支付需求与能力，并在支付压力的困境下出现目标替代，最终导致项目供
给在回应公共需求上的失灵。基层政府所面临的是一种嵌入性预算约束，是以
自身的支付需求与能力为基础进行预算申报。这使得约束的视角从“量入为出”
转向了“量出为入”，从而拓展了既有的预算约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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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经营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提出，中央试图通过公共财政来弥补
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收入差距与区域不平衡问题。财税体制改革以及由此带来
的财政转移支付被视为公共服务新体系建设的关键环节（周飞舟，２０１２），其目
标是通过法治化、规范化、技术化和标准化的技术治理形态来完成公共物品的
有效供给（渠敬东等，２００９）。但治理机制却会经常面临“失灵”的难题，尤
其是体现在不能真正实现对公共需求的有效回应上。围绕着供给失灵的问题，
产生了诸多讨论。

公共物品供给的“最后一公里”难题往往被归因于治理体制本身的技术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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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问题，尤其是项目制所代表的技术治理体系本身存在着限度。治理体系不能
真正兼顾管理效率与有效需求之间的对接难题，像项目制本质上便是一种试图
加强自上而下监管的制度安排，通过严格的项目申报体系和审计监察体系，意
在控制专项资金的使用和落实（折晓叶、陈婴婴，２０１１）。因此，统一化的标准
体系与延长化的科层链条很难有效对接到基层中的真正需求人群，而真正的需
求者也很难在此复杂而繁琐的体系中实现需求表达。最终就会出现如下的困局：
“项目体系越完备、审计体系越严格，专项资金的管理和控制越规范，这些资金
就越难以深入到乡村基层”（周飞舟，２０１２）。因此，以项目制为技术手段的公
共品供给被认为是明显的“自上而下决策机制”，无法真正调动起作为公共品受
益者的基层组织与居民的积极性（桂华，２０１４）。

但讨论并没有局限于技术层面，问题的焦点逐步转移到了技术体系背后的
制度根源：供给体制背后的组织基础是如何影响了供给效率。例如，周飞舟
（２０１２）就从项目资金在基层政府间的拨付形式差异进行切入，讨论政府间关系
的变化对于项目的实践运作所产生的重要影响；狄金华（２０１５）则以项目制中
的配套原则为切入点，探讨了配套激励下的地方政府行为对于项目失灵的诸多
影响；而焦长权（２０１９）更是以公共预算体制为轴心，将项目制的供给困境与
其背后的制度基础连接起来。以上研究给予了笔者极大启发，尤其需要注意在
转移支付的大背景下，资金管理体制对于终端供给的影响机制。综上，项目失
灵的原因需要追溯到技术治理体系背后的体制性因素，尤其是预算管理体制如
何影响着项目供给效率。本文将重点分析预算软约束的存在如何形塑着基层政
府的行为选择，并最终导致了基层项目供给的失灵。

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以嵌入性软预算约束作为核心概念，链接起
有关资金管理体制与项目供给的交互机制。一方面，嵌入性软预算约束是对软
预算约束等相关理论的一种补充与拓展，将视角从“量入为出”的约束转向了
“量出为入”的约束，其着重探讨了预算体系中存在的预算单位（支出机构）
进行扩张性预算申报的内部组织机制以及其背后的预算权力结构；另一方面，
结合嵌入性软预算约束对于预算单位（支出机构）造成的支出困境以及由此带
来的目标替代问题，延伸讨论了在既有预算体制下项目运作中的技术理性与回
应公共需求之间的内在张力。

二、软预算约束、逆向软预算约束与嵌入性软预算约束

（一）企业经营中的“软预算约束”问题
“软预算约束”是科尔内用来分析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企业行为与经营状态的

重要概念。预算约束是理想经济行为中的基本认定，当一个企业或者非营利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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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处于硬约束状态时，这意味着其一段时间内的总支出要小于或等于其一段时
间内的总收入（亚诺什·科尔内，１９８６：４）。而“软预算约束是针对硬预算约
束提出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反义概念”（许罗丹、梁志成，２０００），在科尔内的分
析中，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国有企业缺乏必要的财务约束（艾里克·马斯金等，
２０００），原因就在于“当企业经营上的失败危及到自身财务状况时，企业可从国
家获得直接的资金救济”（托马斯·Ｇ·罗斯基、江旭东，１９９７），因此企业对
其自身的预期收入是不受限制的，即使其实际支出已经远大于收入而有着破产
的危险。此后，围绕着软预算约束的形成原因进行了诸多讨论，其中既有内生
经济性的原因（艾里克·马斯金等，２０００；Ｄｅｗａｔｒｉｐｏｎｔ ＆ Ｍａｓｋｉｎ，１９９５），也有
外生政治性的因素（林毅夫、谭国富，２０００）。

（二）政府行为下的“逆向软预算约束”问题
不仅是企业，一些非营利机构的财务表现也会表现出软预算约束的现象，

而其中地方政府的财政行为研究最为突出。中国在２０世纪末施行财税改革后，
地方政府成为收支平衡的主体，但比起经济学持续关注地方经济竞争对于预算
软约束所产生的激励作用，社会学则将视角转移到了地方政府如何获取超出预
算限制的收入，“逆向软预算约束”则正是这样一种努力，其意指地方政府通过
向下摊派收费的形式来索取预算外资源（周雪光，２００５）。而至于地方政府的行为
动机，则既有内生性的政绩工程激励（周雪光，２００５），也有外生性的资金配套激
励（狄金华，２０１５；温铁军等，２００９），而其带来的非预期后果则都是政府突破了
自身财力的预算限制而导致“入不敷出”的债务危机（马骏、刘亚平，２００５）。

“逆向软预算约束”无论是在解释因素还是在分析侧重点上都深化了软预算
约束的讨论，但仔细分析后又会发现二者在一些潜在假设上存在着共同点。“逆
向软预算约束”将分析对象置换成政府后也沿用了企业的基本设定，即一个自
负盈亏的组织，其预算收支的关键在于“量入为出”，即预算所起到的约束作用
在于以收入为基准来限制支出。但考虑到预算作为一种收支计划，在理论上也
存在着相反的约束方向：以支出为基准来平衡收入。而这一点正是此前“软预
算约束”与“逆向软预算约束”所没有兼顾到的面相，而本文将以“量出为
入”的约束形式为切入点，拓展原有的“软预算约束”相关理论。

（三）嵌入性软预算约束
不同于以往研究对于软预算约束的类型划分是以约束方向为分类基础（狄

金华，２０１５；狄金华、黄伟民，２０１７；周雪光，２００５），本文以收支的相互关系
作为预算约束的分类基础，进而就会出现两种预算约束形式：量入为出与量出
为入。其中以收入为基准来限制支出的形式即传统上的软预算约束所关注的领
域；而以支出为基准来限制收入的形式则是本文将重点关注的领域———嵌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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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约束。该概念的来源是预算单位由于高度嵌入于地方政府（预算核心部门）
中，造成了自身需要以支出来限制收入的特殊情境。作为一种新的预算约束类
型，嵌入性预算约束在发生情境、基本机制及影响后果上都表现出相异之处，
下文将以传统的软预算约束理论为参照系来重点分析嵌入性软预算约束的相关
特征与内在机理。
１ ． 行为主体
在软预算约束分析中，企业是其基本的行为主体，作为经济主体的企业需

要自负盈亏、自保平衡，因此其预算的软化在于预期收入的无限扩大使得其支
出性投入缺乏必要的节制。而逆向软预算约束的分析虽然将行为主体转换成政
府，但对于行为主体的基本认定则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对于一个财税分权下
的地方政府而言，也需要担负起自身的收支平衡。因此，过往软预算约束中的
行为主体都拥有着共同的潜在认定：一个独立且理性的组织需要将收益最大化
（收入大于支出）。

那么，一个力求以支出来限制收入的组织行为则显得有些非理性，因此诱
发此种行为的情境只能发生在非独立的组织体系中，即预算的主体不是一个独
立的收支计划体，而是预算体系中的一个预算单位。所谓预算单位，指的是收
入全部上交而支出全部由预算安排的一般政府部门。其基本特征就是收支的非
自主性，其收入来自于自身的预算申报，而支出则要受到财政部门的管理监督，
因此其面临的约束不是入不敷出所带来的破产危机，而是入大于出所导致的资
金冗余低效。对于嵌入性预算约束而言，其行为主体主要是预算单位，即地方
政府内部的部门或下属单位，下文重点分析的城市基层（政府）即属于此种类
型。虽然通常来看预算单位只是一级政府中的组成部门，但像城市基层政府这
种特殊的预算单位面临着更高强度的绩效考核压力，因此对于收支平衡有着较
强的敏感性，于是才会出现“量出为入”这样一种“非理性”组织行为。
２ ． 行为主体间的互动关系：嵌入性①
传统软预算约束分析中出现的两个主体分别是约束体与支持体。其中，约

束体是作为基本的行为主体或者说分析主体，而软约束的发生情境正是当约束
体出现支出性投入过大时，就会出现支持体予以资金救济（狄金华，２０１５）。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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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嵌入（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ｎｅｓｓ）”一词本意指的是一个事物卡进另外一个事物的过程或状态。经
过波兰尼（Ｐｏｌａｎｙｉ）和格兰诺维特（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的分析使用后，具有了更多解释维度。但无论是
强调市场与社会两种制度体系的关系性，还是突出经济行为与社会网络之间的关系，“嵌入”的分
析层次（不同的关系主体）虽然在变化，但侧重的依然是两种事物之间所存在的包含与被包含关
系。按照Ｈａｇｅｄｏｏｒｎ （２００６：６７０ － ６８０）的划分，根据不同层次，可将嵌入的分析单位分为三类：
环境嵌入性、组织嵌入性、双边嵌入性。本文正是在微观层面上分析预算单位与一级政府之间的
双边嵌入性，即强调组织之间的双边（包含）关系对于组织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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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发生在政府与（国有）企业或者政府与社会民众之间的互动关系被称作依附
性关系（狄金华、黄伟民，２０１７）。虽然互动的双方也具有“权力与从属关
系”，但其中的约束体还是一个具有收支自主性的独立实体，其对于从支持体那
里获得救助是可预期的，但有关财务困境甚至破产的风险还是需要约束体自行
承担。而这与高度嵌入于政府内部的预算单位有着质的差异，因为在嵌入性关
系中的预算单位，其收入来自于向政府财政核心部门的预算申报，因此只要地
方政府财政健康就不会出现预算单位的入不敷出。因此，依附性描述的是两个
实体之间的关系，而嵌入性解释的是一个实体与其内部附属组织之间的关系，
虽然两个概念都是用来描述双边组织之间的非独立关系，但嵌入性更加强调组
织之间的包含与被包含关系。
３ ． 诱发机制
对于软预算约束的诱发机制的讨论是该领域的热门话题。从国有企业的软

约束看，不论是中央部门之于企业的垂直关系下的父爱主义（Ｋｏｒｎａｉ，１９９８），
还是国家或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责任归属划分（林毅夫、谭国富，２０００），都指出
了预算软约束诱发的根源在于企业所面临的预期收入约束机制失效，尤其是收
入的预算计划本身对于一个企业的自我约束效力。而探讨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
则更多是从地方政府的激励因素入手，尤其是官员晋升制度、地方经济竞争、
资金配套等刺激性因素导致地方政府有着强烈的投资冲动与扩张性支出（陈志
勇、陈思霞，２０１４；龚等，２０１７；马骏、刘亚平，２００５；温铁军等，２００９）。
因此，任何形式的预算软约束都面临着收支上的激励与约束问题，只不过各自
发生的具体机制与路径不尽相同。

从激励与约束两端对嵌入性软预算约束进行分析，就会发现一个支出机构
（预算单位）无疑面临着双重的收支约束，即预算编制与支出管理上的约束。按
照预算编制与支出管理不同的硬／软约束维度，可以形成一个有关支出机构（预
算单位）所面临的四种行动情境类型（见表１）。

表１　 支出机构（预算单位）的四种情境
支出管理

预算编制　 　 　 　 　 　 　 　 软约束 硬约束

软约束 放任型 压力型
硬约束 包干型 规范型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１）第一种情境是当预算编制软约束且支出管理也是软约束的时候，支出
机构就会处于一种放任型工作情境，即申报不受限且支出随意支配，这必然会
造成机构的自由放任与缺乏节制。过往软预算约束理论下的国有企业便可以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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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此种情境，即可预期收入的不受限使得企业在支出上缺乏必要的节制。
（２）第二种情境则是预算编制硬约束与支出管理软约束的并存，其塑造形

成的工作情境属于包干型状态，即机构的可支配收入是被限额控制的，但对于
实际的支出则不受约束，这是一种典型的支出包干策略。由于可预期收入是相
对有限的，那么一个基于自我负责的机构通常会紧缩自身的支出，但最后容易
出现弱激励情境下的消极状态。

（３）第三种情境则是预算编制软约束与支出管理硬约束的并存，其导致的
工作情境属于压力型，即机构会时常处于支出压力状态的边缘，而一旦其预算
申报受到某种激励诱导，就会出现预算申报远高于自身实际支付能力，而支出
进度缓慢所造成的资金积压，会使其背上沉重的考核负担。

（４）最后一种则属于预算编制硬约束与支出管理硬约束共同形塑下的规范
型情境，即预算申报的额度会被严格控制，因此其预算申报没有激励因素的干扰
也就不会超出自身的支付能力，在收支相对平衡的情况下容易实现“量出为入”。

嵌入性软预算约束的诱发情境就属于上述的压力型状态，考虑到当下中国
支出管理的改革已经较为完备，支出管理的硬约束已是大势所趋。但预算单位
在申报过程中所存在的弹性却难以从根本上规避，这就需要分析嵌入性软预算
约束所存在的深层次性制度根源。
４ ． 制度基础
嵌入性软预算约束得以发生的原因在于作为下属的预算单位与地方政府整

体之间权力关系的严重不对等，地方政府的激励是可以转嫁给下属部门单位，
并通过下属部门单位的弹性预算申报来实现其自身的整体诉求。当预算单位
“被迫”以政府整体的激励目标为导向而不是以自身的需求为参照时，就会出现
申报超出自身的实际支付限度。这种现象得以发生是其背后还存在着制度性条
件，此种制度基础可以归结为预算管理的基本模式。

围绕预算编制与支出管理的预算改革本质上属于行政技术领域，是作为一
种预算工具来实现既定的预算目标（王雍君，２００８）。因此，在２０世纪末开启
的预算体制改革也将重心放在了支出管理上，并通过建立起合规性的控制体系
重塑财政核心部门与支出部门之间的权力结构。所谓合规性控制是以完善的内
部管理系统、奖惩机制及审计制度为保障，用来最大程度（自上而下）地约束
管理支出机构的形式。但作为财政管理权力核心部分的预算（准备）体制则仍
滞后于支出管理改革，即支出管理改革解决了上级财政对于支出部门的内部控
制，而对于政府整体的外部制约监督则没有得到落实（马骏，２００７）。尤其是财
政编制过程中，财政核心部门既能向下做出限额指标，也能如在下文案例中出
现的那样“迫使”下级扩大预算，这显然折射出政府整体（核心部门）与下属
部门（单位）之间权力的严重不对等。虽然在常规的编制过程中有所谓的“两
上两下”的博弈制衡过程，但由于缺乏横向（主要指人大或社会力量）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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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制衡，政府对于其下属部门（单位）的预算大小与目标定位有着不可动摇的
掌控力。预算的问题表面上看是有关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Ｋｅｙ，１９４０），但其
归结点则是权力的归属问题（Ｗｉｌｄａｖｓｋｙ，１９６１）。

预算目标确定上的集权与支出管理中的控制无疑会起到互相强化的作用，
并造成了当下的“合规性控制型”预算模式，也进而造成了本文所介绍的基层
政府的嵌入性软预算约束：地方政府在迫使预算单位软化自身预算的同时还要
对其支出进行高强度的控制监管。三种软预算约束理论的比较分析见表２。

表２　 三种软预算约束理论的比较分析
传统软预算约束 逆向软预算约束 嵌入性软预算约束

约束情境 量入为出 量入为出 量出为入
软约束表现 入不敷出 入不敷出 入大于出
分析主体 企业 地方政府 政府下属的部门单位

约束体—支持体 企业—政府 地方政府—下级政府 预算部门—地方政府
基本关系形态 依附性 依附性 嵌入性
诱发机制 政策性因素的庇护 向下攫取资源的能力 预算核心部门的激励转嫁
基本后果 产出低效率 基层社会的负担加重 应付考核监督导致目标替代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５ ． 基本后果
对于一个身处市场环境中的企业主体来说，没有必要的预算约束意味着其

无法进行良性的自我维系，其结果必然是高产出、低回报的低效率运营模式。
一旦此种情况蔓延至整体，便会造成一个国家或社会的短缺与创新低效（艾里
克·马斯金等，２０００）。一个政府的软预算约束则会造成自身的债务危机，而为
了化解此种危机的种种补救措施则可能将负面后果外溢至社会公众，逆向软预
算约束就重点讨论了政府向下攫取资源或摊派任务的掠夺性行为（狄金华，
２０１５；周雪光，２００５；）。

而对于嵌入性软预算约束来说，其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预算单位的预算资
金超出自身的支付能力，造成自身的预算执行偏离原有的政策目标。进一步的
后果就是，一方面，一旦“大量预算资金当年不能形成实际支出，有些更是长
期沉淀，会直接影响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孙玉栋、吴哲方，２０１２）；另一方面
则会造成支付机构（预算单位）为了不影响自身的预算额度与绩效考核而形成
“突击花钱”的局面，造成公共资金的严重浪费，最终造成项目供给的失败，此
点将会在下文的案例中加以展现。

下文将以一个市辖区的公共物品供给创新政策为案例，分析区政府如何将
自身所面对的激励环境转嫁给基层街道办（及社区），并导致基层陷入嵌入性软
预算约束的窘境。而处于压力情境下的基层政府为了加快资金支付进程，最终
偏离了项目对接居民需求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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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例：激励转嫁下的嵌入性软预算约束

Ｌ区位于中国南部发达地区的沿海城市Ｓ市，在党的十八大后，Ｌ区对一系
列公共服务供给进行了探索创新。民生微项目始于２０１６年，是由Ｓ市市政府推
动的一项旨在提升民生质量、增进民生福祉的举措，根据《Ｓ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全面推广实施民生微项目指导意见的通知》 （市府办函〔２０１５〕１４０
号，下称《指导意见》）中的规定，民生微项目的资金由“各区政府在年度预
算中专项安排，市财政通过体制结算方式原则上按１１比例给予资金补助”。
而市财政的补助上限是每个社区１００万元，因此在区民生微项目的资金池中，
每个社区项目经费不多于２００万元；按照Ｌ区８３个社区计算，每年度的资金总
额上限可达１ ６６亿元。

所谓微项目，指的是那些“社区群众关注度高，受益面广，贴近居民、贴
近生活，群众热切希望解决的惠民项目”。因此，微项目在资金限额上规定：服
务类项目不超过２０万元，工程类项目不超过５０万元①。而为了真正体现项目中
的民意需求，微项目的申报与审议流程都力求自下而上，由基层根据自身辖区
居民的迫切需求提出项目申报，由街道办事处及相关部门跟进组织实施。总体
而言，微项目在一些制度设计上秉承了项目制的一些典型特征：如政府层级间
的资金配套原则与资金的专项化使用。与此同时又融入了Ｌ区当地特有的基层
探索实践，如“居民点菜，政府埋单”的创新形式———基于居民的实际需求，
由政府出资进行公共品供给。

从２０１６年至２０１８年，笔者对该微项目的政策走向与基层实践进行了三年
的跟踪调研，通过对调研过程中所积累的田野笔记、政策文件、会议记录等一
手素材的分析，揭示出了微项目中的区政府、区职能部门与基层政府（街道与
社区）的互动机制，并基于资金安排、项目设计、绩效考核等内容分析了政策
背后以预算体制为核心的权力结构。

（一）微项目特征：弱预算编制与强支出管理
微项目的最大特征就在于一个“微”字，意指项目的资金规模：服务类项

目不超过２０万元，工程类不超过５０万元。这种限定看似只是一个资金数额上
的规定，但其背后却暗含了有关项目的生成逻辑。按照《指导意见》中的规定：
“微项目所需资金由各区政府在年度预算中专项安排，不纳入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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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①，因此不需要履行发改立项程序。”微项目虽然在立项审批环节力求“分
权下沉”，但在实际运作中能否真正克服项目制的“失灵”问题，还取决于作为
项目审批主体的基层政府所面临的实际激励与约束环境。下文我们将从资金管
理的视角分析基层政府的实际处境。
１ ． 弱预算控制：微项目预算编制的倒置
Ｌ区从２０世纪末开始逐步将基层（街道与社区）的收支纳入政府财政收支

计划，并于２０１５年年末正式将街道办的财政收支全部列入区财政预算，街道办
“自找饭吃”的局面宣告终结，而其财政上的支出责任也受到上级公共财政预算
的全面约束，即街道办（及其下属社区）成为区财政下属的预算单位，其收入
与支出完全由区级财政进行统筹安排②。

因此，作为预算单位的街道办想要获取相应的财政收入，只能通过基本的
预算编制流程。预算编制的过程在预算部门的自下而上申报与预算编制部门的
自上而下督导之间展开，此间的协调博弈意味着预算编制的过程是在控制与平
衡间展开，尤其是财政部门通过给出预算编制的指南或下达控制指标来对申报
部门的预算进行限制与约束。通常部门预算的构成大致可以分为基本运转经费
与项目经费，其中项目经费的申请需要遵循“先有项目才有预算，先有预算才
有支出”（马骏，２００７）的原则，即预算申报中需要列出详细的项目设计与资
金使用去向才能获取到必要的资金批复。从以上种种预算编制的制度约束来看，
对于将申报单位的预算需要控制在合理范畴内会起到良好的效果。

但微项目的特点恰恰是先有预算后有项目。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反常的制度
设计呢？原因是微项目的项目审批设在了更贴近民众的基层，而项目设计与申
报则更是力求自下而上进行，因此微项目中的项目申报需要突出需求的实时性
与回应的及时性。这显然与以年度为单位进行预算申报的体制不相符，即作为
预算单位的街道不能将本年度的项目计划在年初就“越权”列出，而是要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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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Ｌ区的政府投资项目的概念：“部分或全额利用本级财政预算安排用于基本建设
的资金进行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从资金来源与资金去向上看，微项目都属于严格意义上
的政府投资项目。但由于在方案中明确规定微项目的工程类维修与整治工程不纳入固定资产
投资项目管理，所以在性质上微项目的工程建设不会列入一般的政府投资项目范畴。

关于当地基层财政的规范化进程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２０世纪末的财政收入管
理，以街道财政所的成立为标志，财政所统管了办事处预算内外各项收支，办事处与居委会
都被列为财政所的预算单位，并将原城管办、劳动站、法律服务所的财会业务取消，合并到
机关统一核算，这样使得街道经济财务实现了规范化管理（街道办： “财政所运行实施方
案”，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２７日，街道档案，Ｈ４—长期—１９９９—１７７）；第二个阶段则是从２０１４年开
始的财务支出改革，将所有物业的所有权和收益权收归区一级，社区一级的各项正常经费纳
入街道年度部门预算，社区账务由办事处统一核算与审核，通过先支出再报账的制度避免了
乱开支的现象（参见：《深圳市Ｌ区财政预算准则》（府办〔２０１４〕２０号）、《Ｌ区社区工作
站（居委会）财务管理制度（２０１４修订版）》）。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２１年第３期

年内根据实时需求进行项目匹配。因此，微项目的预算申请只能列出大致的资
金需求而没有具体的项目计划，于是往往会出现先下拨经费再去匹配项目的现
象。从预算管理部门的立场看，由于对资金的实际使用去向缺乏相应控制，预
算管理的控制效果也就相对弱化了。
２ ． 强支出管理：考核监督下的支出强化
２０世纪末开启的预算体制改革主要是以强化支出管理为标志，其中以部门

预算改革、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购改革为标志的公共支出管理体系改革导致
了围绕财政资金的支出管理呈现出一种“控制取向的预算体系” （马骏，
２００７）。严格的支出管理意味着支出机构（预算单位）面临着严苛的支出限制，
甚至会出现“有钱花不出去”的尬尴境地，尤其是其所带来的支付缓慢、延迟
的现象。

除了设置各种制度性的支出管理外，对于预算执行的约束还体现在对支出
进度的管理上。预算支出进度的均衡性是反映预算执行良好、防止突击花钱的
重要指标，对支出进度的管理与考核是预算执行管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围
绕着支出管理种种举措之间存在着双重强化特征：一方面，严格的支出控制会
造成支付进度缓慢的局面；另一方面，支出机构由于面临着支出进度的督查与
考核又不得不全力加快支付进程。正是此种双重强化管理属性造成了预算单位
在申报项目性支出时往往秉持谨慎的态度，即按照实际的支付需要与能力进行
预算申报。

总结以上的分析，不难发现基层政府处于如下的境地中：一方面，预算编
制的弱化为其预算申报提供了较强的伸缩性与自由度；另一方面，资金下拨后
会面临极为严格的支出管理制度，并将导致资金支付进度缓慢，而上级又会对
资金的支出效率进行考核监督。因此，对于处于“支出有保障、收入全上缴”
的基层政府来说，其理性选择会是尽量压低自身的预算申报，降低自身的审计
风险，维持体面的绩效考核。所以，从制度设计角度看，微项目的弱预算控制
与强支出管理，对于作为预算单位（支出机构）的基层政府来说属于弱激励、
强约束的行动环境，会导致基层政府在预算总额和项目申报上都秉持“量力而
为”的消极态度。

（二）激励的负担性转嫁：作为预算核心部门的区政府
１ ． 区政府的强激励
由于受到资金支付的约束压力，基层在微项目的申报与实施过程中谨小慎

微。而在区政府眼里，此种“实事求是”的作风就是一种消极执行，区级领导
认为基层有些不作为，尤其是没有利用实实在在的资金支出带来“民生短板”
的补足。因此，区里的定调是微项目规模要扩大，要向基础设施短板倾斜。总
结起来就是，区一级对于微项目的调整方向是扩大资金预算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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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理解区级政府在微项目投入中的积极性，或者说其增加投入的
激励因素归因于何处？首先就是资金的配比问题。由于微项目的资金池是由市
政府与区政府共同出资，市政府按照１１的比例对区政府的投入进行资金配
比。因此，从区政府的角度看，只有尽量做大财政预算，进行总体项目规划，
才能从市政府那里“套”得更多资金补助，那么这笔（配套）资金对于区政府
来说真的有如此强的激励吗？这要从Ｌ区的整体收支来衡量。

从表３可以看出以下几点信息。首先，当地的财政状况良好，财政收入不仅
每年都保持着良好的增速，而且收入的构成比重也较为合理，即通过自身“造
血”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都要远远高于上级补助收入，所以对于上级配比８３００
万元的资金上限并没有严重的依赖程度；其次，从支出结构来看，社会民生支
出的比重一直保持在６０％以上，这与勉强保运转的吃紧型财政迥然不同，从数
目庞大的公共预算支出可以看出，需要配比的８３００万元资金对于区财政来说不
构成严重负担。因此，很难说资金配套会对财力宽松的Ｌ区政府构成很强的正
面激励作用。

表３　 Ｌ区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财政收支基本情况表（单位：万元）

年份 财政总收入 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

上级补助
收入合计

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

九大类民生重点支出
所占比重（％）

２０１５ ９４９ １５０ ７０５ ７００ １５２ ６０８ ８５８ ８８８ ６３ ４

２０１６ １ ５９４ ２２５ ９０１ ２１０ １６５ ８２２ １ ３７６ ３１５ ７７ ０

２０１７ １ ７７０ ６４７ ９２０ ５００ １６１ ８３７ １ ４８０ ５１５ ８０ ３

２０１８ ２ ０７５ ３８９ ９８８ ０００ １８６ ４１４ １ ９３８ ３７８ ６１ ７

注：１． 财政总收入由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上级补助收入、调入基金、上年结转结余收入
四部分构成。
２． 一般公共预算是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安排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维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
３． 九大类民生重点支出是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的教育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医

疗卫生与计划、城乡社区支出、住房保障支出等项目类别。
资料来源：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ｚｌｈ ｇｏｖ ｃｎ ／ ｑｇｂｍｘｘｇｋｍｌ ／ ｃｚｊｚｊｘｘｃｚｙｊｓ ／。

而从２０１６年１０月的一次汇报会上的对话可以看出区领导对于微项目的基本
期待。会议中的财政部门表示２０１７年可能要缩减微项目的开支，“因为第一年
就是想把盘子做大，尽量多拿市级资金配比，而没考虑到基层的实际承受能
力”。但区领导听后直言：“我们要通过这个机会补短板，消隐患。这个我觉得
还是要比去年高吧，如果在这方面我们比其他区低，还提什么复兴。”①

从区领导的话中可以体察出争取配套资金并不是扩大微项目资金预算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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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会议记录：２０１６１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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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与其他各个区形成一种竞争态势才是其根本考量。有关地方政府的软约束
问题，都会将地方的财力竞赛与领导晋升制度作为重要的诱发性激励因素（周
雪光，２０１５）。而这种逻辑在微项目的运作中也有所体现，虽然其并不是更为常
见的量化经济逻辑，但以民生支出为亮点的政绩逻辑同样左右了此项政策的顶
层设计。对于区级领导来说，在此项市级重点民生项目中“表现突出”（资金体
量巨大），也是一种“政绩”的体现。总而言之，越是工程量巨大的项目，其所
能传达的政绩信号就越突出，在同级之间就越有竞争优势，而这就是区政府所
面临的强激励因素。
２ ． 激励的负担性转嫁
既然微项目的开展对于区级层面有着强激励的作用，那么有关微项目的开

展就会有着如下的运作前景：资金预算要逐年大幅提高，项目要追求规模效应，
每个街道要打造自身的亮点项目。但现实情况是区政府虽然是微项目的总体统
筹单位，但决定预算体量与项目设计的还是作为预算单位的基层政府，因此如
何推动基层政府承接自身的激励目标进而背上沉重的支出负担，是摆在区政府
面前的一道难题。

在典型的委托—代理机制中，委托方若想实现组织的目标，往往需要制定激
励制度促使代理方进行相应的工作，“这些激励机制的设计意在通过提高违规的
成本、测量准确性和责任落实来提高国家政策执行的有效性”（周雪光，２００８）。
而在中国政府内部的科层制关系中，上级推动下级完成既定任务的常规方式就
是绩效考核，通过建立数字化的考核指标和客观的测量工具来准确评估下级的
工作绩效（艾云，２０１１）。

因此，为了推动微项目的预算资金体量，区级政府试图通过提高激励强度
来推动基层的申报积极性。虽然在第一年（２０１６年）的区绩效考核中就加入了
“资金使用率”这一考核指标①，但这一指标只能起到加快支付进程的激励作
用，对于全年的预算资金体量这一目标作用不够明显。于是在第二年的考核中
又加入了一个加分项，即全年审议通过确定实施的项目金额在街道中排名第一
的加２分②。这一设计可以间接对基层产生扩大预算申报的激励效果，因为最终
的项目金额肯定要与年初的预算金额体量相挂钩。但事实上，由于此项指标还
是对于实际支付进度而非预算总额度有着更强的激励作用，此外，加分的强度
不够也影响了实际的激励效果。最终在２０１８年的考核中加入了“街道应使用资
金上限额的使用情况”这一加分项，所谓“街道应使用资金上限额的使用情
况”，指的是已支付金额除以每个街道可申报金额的上限（每个社区２００万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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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Ｌ区２０１６年绩效管理工作实施方案》（区绩委〔２０１６〕４号）。
《Ｌ区２０１７年绩效管理工作实施方案》（区绩委〔２０１７〕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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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上限），最高可加满５分①。这一设计意味着街道若想得到这一加分项，必须
在申报体量足够大的基础上加快支付进度，一旦一个街道的申报总额不足自身
使用上限的６５％，即使其支付进度再快也得不到任何的加分。

这种设计上的推进无疑会对基层产生激励效果，微项目的预算体量也最终
出现了逐年上升的趋势，达到了区级的既定目标。从街道上报的预算金额年度
变化可以清晰地看出，２０１８年后的预算出现了明显大幅上涨，涨幅接近５０００万
元（见图１）。

图１　 微项目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经费预算与支出情况（单位：万元）
资料来源：笔者调研期间从主管部门获取。

（三）压力传导：嵌入性软预算约束下的基层政府
虽然从图１可以看出实际支出与资金体量（收入）保持了同步增长，但这

并不是以支出的实际限度而进行的预算申报的硬约束的结果，而是通过在支付
进度管理上的压力传导带来的“绩效竞赛”。上文讨论过区政府的激励转嫁带来
了预算资金体量增大，与此同时，绩效管理中的支付进度管理也逐步强化。其
重点提高了资金加分比重，并且每月都会对街道进行排名通报，落后的街道甚
至会被点名约谈，这才最终带来了实际支出与资金体量（收入）的同步增长。
因此，从结果上看，基层的预算申报与实际支出保持了某种平衡，但这并非是
“量出为入”的硬约束的结果，而是支付进度的压力传导带来的连锁反应。从总
体上看，随着绩效管理改革的进行，基层政府的嵌入性软预算约束特征便越发
明显。仅从微项目的既有设计看，街道办已经处于一种压力型的边缘状态下，
所以才会出现早期谨小慎微的预算申报。而由于作为预算申报单位的基层政府
的预算申报存在着伸缩性，面对区政府的激励转嫁，其难以以自身实际支付需
求与能力为基础进行预算申报。支付进度管理的强化虽然保证了收支的相对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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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Ｌ区２０１８年绩效管理工作实施方案》（区绩委〔２０１８〕２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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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却也使得基层背上了沉重的考核负担而处于压力型状态下。
支出管理强化的同时，有关支出上的审计与廉政风险防控也随之而来①，一

轮轮点名问责更是让一线的工作人员感到“风声鹤唳”。当基层政府处于重重压
力之下时，必然会造成其工作上的重心偏离与目标替代（艾云，２０１１；周雪光、
练宏，２０１２），基层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会首先将重心与注意力转移到如何应付上
层的督查与化解考核的压力上，而无心专注于政策本身的既定目标，即行政导
向替代了政策导向。在一次协调座谈会上，一位街道的科长就发了类似的牢骚：
“民生应该是自下而上的，老百姓有什么需求。而不是直接下任务，下钞票。”②

压力传导下的基层政府虽然保证了支出进度，却无法顾及到支付资金的实
际使用效率。回到微项目本身，就是出现了最终的项目失灵，即项目的公共品
供给与受益人群的实际需求之间的鸿沟越拉越大。微项目本身的设计初衷是为
了增强对民众的需求回应性，而采取的方案是以增强基层的灵活自主性来缩短
行政链条，实现项目供给的原则按照自下而上的需求逻辑：社区有需求，进而
形成项目，最后才会申请资金。但最终的情况是，在基层“被迫”提高预算的
背景下，进行扩张性预算申报的基层为了完成资金预算执行要求，不得不加快
支付进程，用工作人员的话说是“为了花钱而花钱”，最终演变成了用资金来
“强挖”需求的局面。总之，微项目的整体制度逻辑已经变成了一种自上而下的
政府投资逻辑，与原有缩短财政供给与基层需求的初衷渐行渐远。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关注的焦点是作为预算单位（支出机构）的基层政府（或部门单位），
其所面临的预算与支出管理对于其面向公众的项目供给会产生怎样的影响。通
过一个市辖区的有关公共服务供给创新的案例分析，可以发现当作为预算单位
（支出机构）的基层政府处于嵌入性软预算约束情境中时，其会处于预算软化与
支出硬化的困境中：一方面，预算申报的总量超出其实际支付的需求与能力；
另一方面，积存的资金会使其面临沉重的支出压力。而高强度的压力环境会导
致预算单位（支出机构）的执行偏差与目标替代，从而忽视项目本身的回应需
求功能，从而造成项目供给的失灵问题。从嵌入性软预算约束的诱发机制分析
入手，可以发现地方政府（预算核心部门）之所以能够诱使基层政府（预算单
位）在弱激励、强约束的环境下采取积极扩张性的预算申报，就是因为预算管
理背后所反映出的权力高度集中的治理模式。而当代表了资源分配权的集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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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２０１７年，微项目工作领导小组联合区纪委巡视组，先后印发了《关于民生微项目工
作突出问题的整治工作方案》《民生微项目风险点及防控措施》。

会议记录：２０１８０７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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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编制与代表了技术控制的合规性（项目）支出管理相结合时，就会出现项
目的自上而下管理逻辑与居民的自下而上需求逻辑之间的对立紧张关系。

本文试图在以下几个方面推进有关政府组织行为与供给能力关系的讨论。
第一，以预算管理体制作为中间桥梁连接起政府组织机制与项目终端供给之间
的具体关联。过往研究中所采纳的（逆向）软预算约束理论强调组织所面临的
困境是入不敷出的债务危机，而嵌入性软预算约束则关注组织面临的是预算收
入大于（可能性）支出的考核负担难题，这种观察主题的变化得益于以部门预
算与项目支出（焦长权，２０１９）为标志的预算管理体制的兴起，这与既往研究
中从财税体制变化与转移支付等宏观层面切入到项目制的主题研究有所区别。
第二，对于政府运作体制研究的补充体现在分析单位的选取上。由于嵌入性软
预算约束的发生情境根植于部门预算，因此以预算单位（支出机构）为分析单
位是本文区别于既有政府组织研究的重要一点，过往研究还是以政府整体为分
析单位，探讨不同层级政府间的权责关系变化。而本文以政府整体与其下属的
部门单位（城市基层政府）之间的互动为主要分析线索，其间所体现出的组织
关系的新特征就在于政府整体通过预算体制将自身的激励性目标转嫁给预算单
位，使其背上较为沉重的考核负担。第三，对于项目供给与回应需求之间的困
境解释，既有研究中注意到了项目制的技术治理特征与基层实际需求之间的内
在张力（折晓叶、陈婴婴，２０１１；周飞舟，２０１２），并且指出了项目制的约束性
与需求的灵活性之间的对立紧张性（焦长权，２０１９），但对于二者之间的具体关
联机制则着墨不多。本文通过个案展示出支出机构（预算单位）所面对的实际
压力困境（过度激励）如何导致了项目供给与原有的组织目标相违背。

但本文的研究也留下了诸多需要进一步完善与深化之处。一方面，本文着
重分析了地方政府与下属部门单位之间在预算编制与支出管理上的关系，但国
内既有的政府内部组织机制分析框架———组织目标、激励制度、信息督察等———
是以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用以考察不同层级间的政府关系运作的，而本文的
区级政府与街道办虽然也构成了上下级关系，但从预算编制角度看则是政府与
部门单位的关系，因此在非预算领域外的工作环节中类似“激励的负担性转
嫁”，此种组织机制能否适用则需细致考量比对，这需要另做专门研究；另一方
面，则是提高项目供给效率所引发的如何平衡资金的管理要求与资金的支付灵
活性之间的关系，而这一话题牵涉到的则是当下预算管理基本模式的选择问题。
正如上文介绍过的，以部门预算改革和项目支出管理为标志的财政管理是一种
“合规性的控制型”模式，而案例中反映出的则是当地政府希望提高资金的绩效
目标（需求回应），因而采取了“先有预算后有项目”的绩效型模式。但事实
上有关预算模式的选择问题（安秀梅、殷毅，２００６）历来存在着争论，且有研
究认为“在没有外部监督和民主宪政约束的体制中，赋予基层政府自由的财政
分配权限不一定能达到提供公共服务最优化的效果”（Ｂａｒｄｈａｎ，２０００）。因此，

５５１

软预算约束视角下的项目失灵◆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２１年第３期

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应当如何平衡合规性与绩效性之间的利弊取舍，则需要
进一步的讨论。最后，本文所选取的个案是沿海发达地区的市辖区，而嵌入性
软预算约束发生的机理———扩张性预算申报以及带来的资金留存与支付压力———
也与财政资源相对充足这一背景密切相关，其基本的落脚点也是如何充分利用
财政资源来提高需求的匹配度。因此，无论是个案的代表性还是机理的推广性，
都局限在财政资源相对充足的沿海地区，而对于财政资源相对紧张的地区则并
不适用。不过，接下来进一步研究可以通过比较“保运转”财政类型下的预算
约束行为，继续拓展本文的研究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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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云（２０１１）． 上下级政府间“考核检查”与“应对”过程的组织学分析———以Ａ县“计划生育”年终考核为例． 社
会，３１（３）：６８ － ８７．
Ａｉ，Ｙ． （２０１１）．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 ａｎｄ
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Ｙｅａｒｅ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Ｆａｍｉｌｙ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ｉｎ Ｃｏｕｎｔｙ Ａ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３１ （３）：６８ － ８７．（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安秀梅、殷毅（２００６）． 论中国政府预算管理改革的优先序———兼议绩效预算在中国的适用性． 中央财经大学学
报，６：１ － ５．
Ａｎ，Ｘ． Ｍ． ＆ Ｙ，Ｙ． （２００６）．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Ｂｕｄｇｅ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Ｂｕｄｇｅｔ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６：１ －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陈志勇、陈思霞（２０１４）． 制度环境、地方政府投资冲动与财政预算软约束． 经济研究，３：７８ － ８９．
Ｃｈｅｎ，Ｚ． Ｙ． ＆ Ｃｈｅｎ，Ｓ． Ｘ． （２０１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ｍｐｕｌｓｅ ａｎｄ Ｓｏｆｔ
Ｂｕｄｇｅｔ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３：７８ － ８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狄金华（２０１５）． 政策性负担、信息督查与逆向软预算约束———对项目运作中地方政府组织行为的一个解释． 社
会学研究，６：４９ － ７２．
Ｄｉ，Ｊ． Ｈ． （２０１５）．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ｕｒｄｅ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Ｓｏｆｔ Ｂｕｄｇｅｔ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Ａｎ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６：４９ － ７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狄金华、黄伟民（２０１７）． 组织依附、双边预算软约束与清末轮船招商局的发展———基于轮船招商局与清政府关
系的分析． 开放时代，６：１６７ － １８８．
Ｄｉ，Ｊ． Ｈ． ＆ Ｈｕａｎｇ，Ｗ． Ｍ． （２０１７）．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Ｂｕｄｇｅｔ Ｓｏｆｔ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 Ｓｔｅａｍｓｈｉｐ Ｇｒｏｕｐ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 Ｓｔｅａｍｓｈｉｐ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ｐｅｎ Ｔｉｍｅｓ，６：１６７ －１８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桂华（２０１４）． 项目制与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分析———以农地整治为例． 政治学研究，４：５０ － ６２．
Ｇｕｉ，Ｈ． （２０１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ｓ Ｓｕｐｐｌｙ Ｓｙｓｔｅｍ：Ｔａｋｉｎｇ Ｒ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 Ｒｅ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ＣＡＳ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４：５０ － ６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龚、甘家武、张帆（２０１７）． 中国公共预算约束软化的体制成因：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财经理论与实践，
１：１２２ － １２７． 　
Ｇｏｎｇ，Ｍ．，Ｇａｎ，Ｊ． Ｗ． ＆ Ｚｈａｎｇ，Ｆ． （２０１７）．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ｆｔ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Ｂｕｄｇｅｔ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Ｔｅｓｔ．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１：１２２ － １２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焦长权（２０１９）． 从分税制到项目制：制度演变和组织机制． 社会，３９（６）：１２１ － １４８．
Ｊｉａｏ，Ｃ． Ｑ． （２０１９）． Ｆｒｏｍ Ｔａｘ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３９ （６）：１２１ － １４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林毅夫、谭国富（２０００）． 自生能力、政策性负担、责任归属和预算软约束．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４：５４ － ５８．
Ｌｉｎ，Ｙ． Ｆ． ＆ Ｔａｎ，Ｇ． Ｆ． （２０００）． Ｖ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Ｐｏｌｉｃｙ Ｂｕｒｄｅ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ｆｔ Ｂｕｄｇｅｔ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４：５４ － ５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马骏（２００７）． 中国预算改革的政治学：成就与困惑．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４７（３）：６７ － ７４．
Ｍａ，Ｊ． （２００７）．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Ｂｕｄｇｅｔ Ｒｅｆｏｒｍ：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ｕｚｚｌ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ｕｎ Ｙａｔｓ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４７ （３）：６７ － ７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马骏、刘亚平（２００５）． 中国地方政府财政风险研究：“逆向软预算约束”理论的视角． 学术研究，１１：７７ － ８４．
Ｍａ，Ｊ． ＆ Ｌｉｕ，Ｙ． Ｐ． （２００５）．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Ｆｉｓ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Ｓｏｆｔ Ｂｕｄｇｅｔ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１：７７ － ８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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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敬东、周飞舟、应星（２００９）． 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３０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 中国社会
科学，６：１０４ － １２７．
Ｑｕ，Ｊ． Ｄ．，Ｚｈｏｕ，Ｆ． Ｚ． ＆ Ｙｉｎｇ，Ｘ． （２００９）． Ｆｒｏｍ Ｔｏｔａｌ Ｄ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３０ ｙｅａｒｓ Ｒｅｆｏｒｍ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６：１０４ － １２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折晓叶、陈婴婴（２０１１）． 项目制的分级运作机制和治理逻辑———对“项目进村”案例的社会学分析． 中国社会科
学，４：１２６ － １４８．
Ｓｈｅ，Ｘ． Ｙ． ＆ Ｃｈｅｎ，Ｙ． Ｙ． （２０１１）．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Ｓｙｓｔｅｍ：Ａ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Ｉｎｔｏ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４：１２６ － １４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孙玉栋、吴哲方（２０１２）． 我国预算执行中超收超支的形成机制及治理． 南京审计大学学报，９（４）：１ － １２．
Ｓｕｎ，Ｙ． Ｄ． ＆ Ｗｕ，Ｚ． Ｆ． （２０１２）．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Ｏｖｅｒ Ｒｅｖｅｎｕｅ ａｎｄ Ｏｖｅｒ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Ｂｕｄｇｅｔ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Ａｕｄｉ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９ （４）：１ － １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托马斯·Ｇ·罗斯基、江旭东（１９９７）． 谁的预算约束软化？财政研究，７：１４ － ２３．
Ｒａｗｓｋｉ，Ｔ． Ｇ． ＆ Ｊｉａｎｇ，Ｘ． Ｄ． （１９９７）． Ｗｈｏｓｅ Ｂｕｄｇｅｔ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Ｉｓ Ｓｏｆｔｅｎｅｄ？Ｐｕｂｌｉｃ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７：１４ －
２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王雍君（２００８）． 中国的预算改革：评述与展望．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１：３８ － ４６．
Ｗａｎｇ，Ｙ． Ｊ． （２００８）． Ｃｈｉｎａｓ Ｂｕｄｇｅｔ Ｒｅｆｏｒｍ：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１：３８ － ４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温铁军、彭辉、范癱?、郑风田（２００９）． 中央支农资金配套制度对中国乡村负债的影响：一个初步估算———以
中西部地区贫困县为例． 中国农村经济，２：１３ － ２１．
Ｗｅｎ，Ｔ． Ｊ．，Ｐｅｎｇ，Ｈ．，Ｆａｎ，Ｙ． Ｗ． ＆ Ｚｈｅｎｇ，Ｆ． Ｔ． （２００９）．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Ｆｕｎｄｓ ｏｎ Ｒｕｒａｌ Ｄｅｂ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Ｔａｋｉｎｇ Ｐｏｏｒ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２：１３ － ２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许罗丹、梁志成（２０００）． 软预算约束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轨：软预算约束理论二十年发展述评． 经济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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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预算约束视角下的项目失灵◆


